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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民初的思想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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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小站

［摘 要］ 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寻到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捷径。受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国人颇相信

政治对社会、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当西方近代政制的优越性以及德国、日本推行的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模式为越来越

多的知识精英所推崇时，改革政治，以近代化的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时代思潮。政治革新需要社

会条件的支撑，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此也有所认识，但在时局的催逼与国亡无日的焦灼感的驱动下，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

会解散，政治改造优先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 20年专注于政治改造未见成效，而时局日趋黑暗，思想界围绕未来路向乃

发生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此番论争规模不大，但其提出的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从此争

论，我们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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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政治制度为枝叶，而政治制度所赖以存立的社会则为本根。若历史自然进行，则政治制
度的变革会在社会变动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展开。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与社
会结构变动很不充分，资产者与近代产业工人尚未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教育近代化刚刚初步推

展，社会的人才准备与思想准备均不充足的条件下，由接受西方模式的近代精英，在强烈的危亡感

的催促下，为着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而推行的，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改造与社会基础脱节的问题。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运动兴起，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造，以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国家现代化就成

为最具影响的思想潮流。可以说自那以后，尤其是自庚子事变后，优先进行政治改造，以新式的政
治体制来推动国家社会的现代化，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一段时间内中国思想的

最核心的议题，政治改造思想也就成为此时期思想最核心的内容。
戊戌时期，康有为欲借用君权直接推动变法，而梁启超与严复的变法设计，重在开民智、开官

智，似略有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路径的分野，但都颇重视由政治权力推动变法。庚子后，革命思潮
兴起，革命派主张直接进行政治革命，他们把革命看作“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以及“去腐败而
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① 将革命看作历史前进的发动机:
“革命之于社会，犹轮叶之于汽舟……无革命则社会无进步。”②不少革命党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
府，抱极大的热情，但较少深入思考革命之后的建设问题。革命领袖孙中山高出同辈革命党人的地
方在于，他对此有系统的思考，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他主张先革命，然后在新政权的主导下，开展社
会改造，尤其是开展地方自治，训练民众，以建立共和民主政治，试图结合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庚
子后，梁启超曾一度偏重于“新民”，欲通过新民构建新制度的基础，可以说是社会改造为先的思路。
随着革命思潮的发展，以杨度为代表的部分立宪派人士为对抗革命势力的发展，推动立宪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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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提出请开国会。杨度之主张请开国会，其基本考虑有二: 其一，欲与革命党争夺思想市场，争夺国
家变革路向的主导权，必须提出与“排满革命”一样简单明了的奋斗口号，使之成为“无理由之宗
教”，使“头脑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只有这样，才能壮大
立宪派的势力，才能与革命党抗衡。其二，只有请开国会，才能为预备立宪提出明确的核心任务，否
则预备立宪范围广漠，政府可以种种无关紧要的事项之预备为拖延立宪之借口。只有开国会，才能
建立责任政府，才能推动立宪的种种预备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① 这种看法很快为多数立宪派接
受，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兴起，成为影响清末政局的重要因素。预备立宪也是政治改造优先论指导下
的变革活动。对于预备立宪，清政府、立宪派以及立宪派内部，有缓进与急进之别。缓进派主张先
完成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法律改革、教育普及等等预备工作，然后开国会、颁宪法、行宪政，而急进
派则主张必先开国会，种种预备工作才能真正开展。随着形势的发展，急进派越来越有市场。于
是，政治改造猛进，社会改造则甚为迟滞。
在先进行政治改造，再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上，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主张颇为接近。这是清末立

宪运动与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思想原因，也是辛亥革命之后，欲以强大的政治权力推动国家建设的

强有力政府论蔚然成为思潮的重要原因。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中国思想界对于政治改
造颇为迷信，人们“每谓政治具有万能，凡百施为，舍此无可假手”②，几以政治为唯一之奋斗途径。
然而，举国精英专注于政治改造几二十年，所得之结果，去理想甚远，于是思想界乃有人对政治改造

优先论提出质疑，遂引发民初思想界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此一争论，颇能表现民初思
想界在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困境，也颇能显现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一 政治改造优先论产生的原因

政治改造优先论在清末民初的出现，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层面看，主要是两个
因素催生了政治改造优先论。其一，近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紧迫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国
人普遍希望尽快改变国家贫弱的现状，实现国家富强。其二，近代中国属于后发的追求现代化的国
家。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更多地具有自然发展的性质，政治变革是在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推展的; 各国虽有竞争，但国际环境比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要宽松。近代中国
面临着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其资本主义发展与政治的近代改造，都是在外在模式的诱导下开展

的，并且受到严峻外在形势的约束，受到国际资本的强大压力。德国、日本所采取的国家主导现代
化的路径及其一度取得的成效，对于不少后发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具有示范作用。近代中国也选
择了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优先改造政治，是颇为自然的选择。在主观层面，政
治改造优先论与当时思想界的几个认识紧密相关。
第一，甲午以后，新思想界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中国贫弱之根本原因在政治制度。洋务运动时

期，敏锐之士即发现，西方富强有本有末，船坚炮利、制造工艺为末，而政教为本。到戊戌时期，这几
乎是维新派的共识，设议院就成为维新派最主要的政治诉求。维新运动失败后，政治改造的欲求更
不可遏止，有识之士坚定地认为，中国贫弱，而列强富强，根本原因是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列

强实行立宪制度。列强行立宪之制，国民可以参政，享受权利，可以建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能将
国民打成一团，以整个的国家与我竞争。而中国行君主专制，君主孤立于上，国民无参政渠道，没有
权利，只有义务，不能认同国家，只能以君主及少数官僚与别人之整个国家竞争。梁启超即说，中国
之所以在与列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为列强竞争之客体，而不能为竞争之主体，最重要的原因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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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行立宪制度，已经构建了“完全之国家”，而中国行君主专制制度，尚未能构建起“完全之国家”。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改革政治，建构完全之国家，为对外竞争之第一要着。① 这颇能代表当时不少
追求政治革新人士的看法。
第二，主张政治改造优先论的人们，相信政治对于国家治乱、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梁

启超即说，“政治也者……实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也……政治为一切生命之总源泉，而良与不良之
间，即吾侪生死所由系也。”政治之良窳不仅直接关系农工商业之发展、社会秩序之维持，乃至疾病
之防控等等，而且也与国家自身之发展有莫大之关系。中国进行政治改造具有极端的急迫性，“苟
良政治不发生，则不二十年，全国且为灰烬”。② 重视政治的理念，也与中国的思想传统颇有关系。
“中国古代的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希望君主成为圣明之主”。③ 古代中国长期行君主专制，且专制统治技术日
趋严密，在此种制度下，国家治乱与君主个人确有密切的关系，君主良则政府良，政府良则社会良。
因此，传统政治思想往往以君主为“政本”，以君主之昏淫为国家治乱最大之忧，以格君心之非，而引
之当道，为致治之要务。④ 多数士大夫以为圣主当阳，则天下可治，致君尧舜为谋治之用力方向。士
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其背后的思想逻辑就是政治权力决定国家治乱。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专
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傅斯年曾批评中国思想过于重视政治的倾向:“我说句鲁莽的话( 的) ，凡
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⑤近代以来，致君尧
舜的谋治路径，转化为改造国家权力以救亡图存的政治改造优先论，人们急切希望通过革新政治权

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实业发展、教育发展。受此观念的驱动，甲午以后，政治革新成为时代大潮，民
国建立以后，思想界又出现了“强有力政府论”、“父母政府论”的潮流，善良的人们希望赋予新政府
足够的权力，使之能行“干涉政策”、“保育主义”，迅速恢复秩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汪馥炎描述
民初思想，说:“国基初奠，世风凉薄，民德未纯，议论以意气争持，行事则阴私讦诟，朝野倾轧，不可
终日，于是国中号称忧时之士，知放任之不能为治，遂日以强善政府与保育政策相标榜，以为政府达

于强善，政策取其保育，始能策驭民治，而起社会之沉疴也。”⑥与强有力政府论相适应，中央集权论
在民国初年亦甚嚣尘上。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群龙无首，地方中央不相维系，一时险象环生，在
清末还颇为思想界诟病的中央集权论就迅速成为潮流，“一时风声所树，万窍咸鸣，非特进步、民主、
共和诸党同倡中央集权主义，即素以民党自命之革命党，其大多数，亦莫不晓然于为国乃为民之意，

而欣然和之”。⑦

第三，中国思想界不少人认为西方富强，科技固然重要，但政治更为重要; 相对于西方科技，西

方政治更容易学。政治革新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社会发展则与科技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之运用为
基础。就政治的近代变革而言，近代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新势力的形
成是其社会条件。在被迫卷入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世界以后，中国人首先发觉的是器物的不足，乃
有以学习西方科技为核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展而成效不著，于是有人提出，西方之强，
科技为末，政教为本。在政教与科技之间，有人提出，西方科技难学而见效迟，政治、教化之类易学
而见效速。早在光绪十九年，邵作舟在分析当时的西学书籍翻译问题时说，当时所译西学书籍，“大
抵水、火、化学、算数、机器工艺之书为多”。这些学问，“其数繁，其物赜，一器之成，所以成器之器数
百，苟从事于此，则必身至乎其地，而良工师为之亲自相授受，口讲手画; 又有徒辈相与肄习讨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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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观摩，遍考他制以明其同异，优游乎岁月以要其成功，然后浅深工拙之故有以喻于心而应乎其手。
……若夫政教义理之学不然，不必与为其事，而在互明其理。其理可得而明也，则其事可得而为也。
……诚大译诸国史乘、地志、氏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一切人情风俗、典章制度
与夫伦常教化义理之书，官为刊集，遍布海内，则天下之有志于时务者，不必通其文字语言，而皆可

以读其书，究其事，朝得而学之，夕可起而行之。内则择其善政，斟酌损益以补我之未备。外则洞知
其强弱治乱、向背善恶，有所盟约论议，则以知其张弛操纵，而恫喝之术穷，知其异同得失而举措之
机当。……然则今译泰西政教义理之书最急，而器数工艺之书可以稍缓”。①

甲午以后，这一看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梁启超即说，“西国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
西国之所以强，在其政治文明、教育发达。② 因此，中国“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
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以行政
之人振兴艺事，直易耳，即不尔，而借才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
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欲治艺学者，必先广备诸器，
以藉试验，历履诸地以资测勘，教习必请专门，学生必储之绮岁，吾度今者诸学生经费之所入，尚未

足以语于此也。若政治学者，则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陈群籍可以得折衷。虽十室之邑，中人之产犹
能举之。故吾谓政学之较易成，艺学之较难成也”。③ 受此种认识的驱动，甲午以后西学输入的重点
由艺学转向为政学。庚子以后，留日盛极一时，而留日学生之专业选择也集中在政法，这一方面是
因为留学生多未曾受系统的近代科学教育，另一方面则因为青年学子多抱持以政治改造救国之取

向。思想界试图在“物质之学”( 康有为语，即近代科技与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不足的情况下，避难
就易，以政治改造推动经济发展。对于思想界舍“艺学”而重“政学”的取向，当时思想界也有人如
严复、杜亚泉等提出批评，但他们的批评未能改变思想界群趋于政治改造的潮流。
第四，政治改造易而见效速，社会改造难而见效迟，是政治改造优先论产生的另一个认识基础。

这种意识存于不少人心中，但对此有清晰阐述的不多，张东荪是其中之一。他在 1913 年 7 月的一
篇文章中说，清末时他曾“愤政治改革之无术，乃欲先从事社会改良，即所谓 social reform者，以为预
备焉”。但他还是选择政治改造，其理由有二: 其一，“政治之改革也易，而社会之改革也难”。他
说:“社会必持多数人以为进退，而政治则不必持多数人焉，是故政治之改革也易，而社会之改革也
难。”也就是说，他认为，政治改革涉及面比较窄，依靠少数政治精英即可推行，而社会改革涉及面
广，需依赖较多的社会公众。中国普遍的国民程度不高，但有一定量的政治精英，具备推行政治改
造的人才，但缺乏进行社会改造的人才。其二，“政治改革，为功也速，社会改革，为功也迟”。他说，
政治与社会关系复杂，政治改造优先还是社会改造优先，当据具体情况而定。欧美之发展，“多以社
会之力为政治之补助”，是以社会发展推动政治改造，其政治变革是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自然而然
地提上议事日程的。但中国“非仅政治未进，而社会更为幼稚，是故欲二者同时臻美，必不可得”。
若遵循欧美之先例，“迷于自由之梦”，希望经由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速度慢，
而且十分困难。从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条件看，内则社会幼稚，国民能力薄弱，外则主权受损，发展
受制于国际资本，因此，“非藉国权不能发展社会经济”，必须通过政治改造，建立有效能的政府，才
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以产业发展问题为例阐述这一看法: 中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资本不足
而信用体系未建立，技术落后而又无工业教育，贸易保护主义未尝实行，关税主权丧失而致产业受

国际资本挤压，交通不发达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唯藉政治之力”才能解决。所以，比较可行的办法
是，先改革政治，“必有一二有能力者，使居国家机关以为多数国民之率导”，推行“保育政策”，以国
家权力推动社会改革。④ 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对于建立强有力政府，实行保育主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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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作舟:《译书》，《邵氏危言》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版。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65—71 页。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62—64 页。
张东荪:《中国之社会问题》，《庸言》第 1 卷第 16 号，1913 年 7 月 16 日。



国家权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比张东荪此文的阐述要更系统，但梁氏并没有正面阐述政治改

造易而见效速，社会改造难而见效迟的看法。

二 对政治改造优先论的质疑与社会改造论的提出

对于思想界存在的强烈的政治改造优先论，二次革命之前，曾有人提出明确的批评。比如杜亚
泉就于 1911 年 3 月发文批评当时业已出现的强有力政府论与干涉主义，主张缩小政府权力范围，
让社会自由发展。其时在西方，政府权力日趋扩张，干涉主义大行其道，政府万能之声起，不少人
“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亦无不能为”。受此刺激，古典自由主义
复活，出现所谓“减政主义”思潮。受此影响，又受预备立宪中政府权力扩大，机构庞杂，政费日繁，
以致民怨沸腾的刺激，杜亚泉提出，必须“破除政府万能主义之迷误”，“去人民依赖政府之心”，社
会才能健康发展。他在文章中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社会之发展依赖于社会本身之活力，并非政府通过政治权力可以发达的，违背此理，日日

图谋扩大政府权力，欲以政治权力发达社会，必无善果。他说: “夫社会之事物，有自然之法则管理
之，此为政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社会之活力( 才力、财力之结合作用———原注) ，有一定之制限，政
府决不能创造之。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有生产之活力，则实业自盛矣。社会之发展，有
一定之秩序，政府亦不能揠助之。知能之竞争烈，则发展于教育; 物质之需要增，则发展于实业矣。
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

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教育也，殖产也，政府惟司其关于政务者，不必
自为教育家，自营农工商之业也。……总言之，则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也。不察此理，贸贸
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
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他指出，欧美各国有繁复之官僚组织，有较充足之政务人
才，有监督之方法，吏治较清明，政府亦较有效能，其扩大政府权力，犹且造成诸多问题。中国人才
未备，财力不足，吏治不清，政府效能低下，盲目效法欧美国家，扩大政府权能，其结果，或则迫于财

政之困难，所谓预备立宪之种种新政只能敷衍了事; 或则“不顾民力之竭蹶，益益进行现在之政策”，
则搜刮愈力，最终崩溃。
第二，对政治改造优先论者的中国国情特殊，不能行西方之自由主义，必须实行干涉主义的说

法，给予回应。主张以政治权力改造社会的人士认为，欧美社会有组织之能力，有秩序之观念，崇尚
公德，热心公益，政府不为之谋，而社会能自谋，或可行减政主义。中国社会离散如沙，道德堕落，经
济困难，若行减政主义，一切顺其自然，恐进化无期，终有陆沉之祸。世界竞争剧烈，中国面临严峻
形势，政府必须积极有为，若行减政主义，只会为尸位素餐的官员提供碌碌无为的借口，正为宪政之

障碍。于此，杜亚泉提出，中国国民有独立之性质，中国社会有自治之基础，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
不需要事事由政治权力干涉始能发展。若说社会进步需政府提携，不如说政府之进步需社会之提
携。证以近事，立宪之施行，虽出于朝廷之英断，但也未始非社会鼓吹之力。减政主义不只是符合
西方之自由主义，更符合中国历来推崇的恭己无为的政治传统。杜亚泉特别强调，减政主义并非无
所作为，乃是鉴于今政府之预备立宪，铺张扬厉，然人才消乏、财政困窘，实难以为继，主张缩小政府
范围，选择最紧要之事，集中精力去做。①

杜亚泉的主张，颇具古典自由主义的特色。其言说直接针对的虽是清政府之预备立宪铺张扬
厉，四面出击，民间骚然，而成效不著，难以为继的现实，也是对思想界欲以政治改造推动社会发展

的倾向，痛下针砭。但此种主张在政治改造优先论盛行的当时，很难为崇信政治改造的人士所认
可，几乎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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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之真正反思政治改造优先论，是在二次革命之后。当二次革命行将失败时，一些曾经热
衷于政治改造的国民党人，回顾民初民主政治的试验，深感民主政治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面对民
主政治的挫折，他们提出今后当注重社会改造。《民权报》上的一篇文章即表示，今后国民党应一方
面坚持以国会为阵地，与袁世凯派官僚势力斗争，另一方面则当在教育与实业两方面下力气。民党
之长于教育者，当投身教育事业，阐明共和国民之真谛，使一般青年晓然于保障共和之法，而又益以

浅近演说，发行廉价而浅近之报章，以国民常识、共和真诠开导多数之国民，使保障共和之手段得多
数人民之赞同。在实业方面，则必须注意联合实业界，并专于民生用力，以为民主政治树立经济的
基础。① 但善良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与二次革命有牵连的国民党人遭到追捕，被迫亡命海外，国民
党亦被解散，所谓投身于教育与实业，已经没有合法的途径; 国会亦被解散，所谓坚守议会阵地，以

与专制势力斗争，也没有了阵地。随着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停闭，各级地方议会也被解散，总统独裁
的局面已经形成，二十余年来国人注全力于政治改造，而所得之成果，不转瞬间灰飞烟灭。面对此
种局面，人心失望之极。陈独秀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说: “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
……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
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②章士
钊说陈独秀“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颇认同陈独秀对于当时人心的把握。杜亚泉称，
“吾国今日，几于无人不抱悲观主义矣，委心任运，颓废因循，无贤不肖，殆同一辙”。③ 黄远庸称，今
日中国之大患，在人心之枯窘无聊。晚清时代，国家现象甚惫，但人心勃发，立宪派期望立宪，革命
派寄望于革命，都还有奋斗方向，对于未来犹抱莫大之希望。到今日，“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
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④ 这是何
等痛苦、绝望的人心。当国内政治倒退，时局黑暗，人们丧心失图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国
际局势大变，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强对华

侵略，其在华势力急剧增加。中国知识界不少人认为，列强在华均势是贫弱的中国能在列强侵压下
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今均势既破，中国亡国之可能急剧增加。面对此种内外局面，“全国人之心
理，几以中国必亡为前提”，几乎人人为“亡国预备”。⑤

国人曾对政治改造抱莫大希望，以为政治改造可以挽救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人们的期望
似乎是虚幻的泡影，政治改造的成果不转瞬间即为大力者扫除殆尽，现实露出了它冰冷的面目。在
此情形下，思想界面对的最现实的思想议题就是，面对此黑暗的政治，出路何在? 是继续政治改造，

还是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谋出路? 若进行政治革新，下手之方为何，是继续进行暴力革命，还是先从

理论上探究近代政治“制治之本”，进行近代政治基本原理的启蒙，尤其是使欲从事政治改造的新式
政治精英对于近代政治根本原理有所认识，使他们将来从事政治改造时，不致如民初民主政治试验

时期那样走入歧路。若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辟新路，从事社会改造，则此社会改造的内容如何，下手
之方为何? 在政治黑暗、专制权力笼罩一切的局面下，是否存在社会改造的余地? 此种社会改造能
否挽救危机? 还有，国家面对的局势究竟如何，是否面临亡国之祸? 当此时局下，不先改造政治，国

家会灭亡么? 是否还有从容从事政治改造的时间?

对于这些问题，思想界分歧巨大。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认为，欲挽救危亡，唯再举暴
力革命以革新政治。孙中山认为，民初民主政治的挫折，根本上是辛亥革命没有按照革命程序论来
进行，起义之后，没有经过约法之治，就直接从军法之治进入宪法之治，甚至连军法之治也没有充分

展开。因此，革命党没有掌握军政大权，没有经过以革命的武力扫荡旧势力的过程，遂使旧势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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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石:《今后之民党》，《民权报》1913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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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



革命之后仍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占据很大的势力; 又因为缺少约法之治这个阶段，国民缺乏地方自

治的训练，缺乏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这些就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挫折。而这又是因为革命党过于松
散，缺乏严密的组织，党的领袖不能指挥革命党为一致之行动。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强调，将来的
革命，在组织上必须树立党的领袖的权威，全党必须服从党的领袖的指挥，在策略上，必须按照革命

程序论进行。他重新解释革命程序论，将革命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强调革命时期不只是暴力
革命时期，而是从军政到宪政确立的一个长时段。在整个革命时期，革命的领导权、政权都必须掌
握在革命党手中，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革命党人如戴季陶等也阐
述了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戴季陶说，民初民主挫折的重要原因是革命党人“共和立宪之思想不坚
深”，革命党在发动第一次革命之后，即不自力争掌握政权，而将国家之重要机关委诸非革命党之
手，甚至视政治事业如烂泥，将推翻旧政权看作革命之全部，“而放任建设事业于他人”，结果导致独
裁势力复活，酿成二次革命。此后革命党当吸取辛亥革命之教训，在革命后必须由革命党控制政
权，在革命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建设。①

国民党之温和派以及进步党的激进派，则认为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之势力被摧毁殆

尽，缺乏革命的实力; 甫经革命之乱，人心思定，一般社会公众颇厌倦革命之再发生，缺乏发动革命

的社会基础; 袁世凯的统治暂时比较稳固，暴力革命可能会沦为军事冒险，没有多大的成功希望，故

对于马上开展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他们觉得，民主政治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政治精英本
身学识不够，对于近代政治的根本精神何在，缺乏体认，在试验民主政治中存在种种失误，尤其是缺

乏调和立国之精神，对于异己之力量缺乏有容的态度，结果为丛驱雀，使民主势力分裂，未能为联合

的斗争，遂使官僚腐败势力坐得渔翁之利。因此，他们主张新式精英尤其是继续政治改造的同志，
先修炼自身，提高自身知识与能力，同时阐明近代政治“制治之本”，向国人阐发近代国家原理、调和
立国之理，逐步使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基本游戏规则为社会公众尤其是政治精英所接受，从而能
在时机到来之时，顺利地建立民主政治。若不去做这些工作，不提高自身，只顾埋头革命，则将来革
命之后，未必有善果。国会解散后，张耀曾东渡日本告别国人时说，一年多来，民主政治的挫折，一
个重要原因是新式政治人物之政治知识与能力有限，而国民对于新式政治之改良政治的活动，“凛
然置之若无关痛痒，甚且受人愚弄，反唇相讥，倒戈相向”。以如此之政治家与如此之国民，而欲求
政治之改良，“无异初步儿童欲筑崇楼杰阁于浮沙之上，非惟能力所绝不能逮，其基址已先不克自
承”。对于未来，他希望致力于政治革新的新式政治精英，尤其是国民党人，提高自身，“勤修厥德，
广储才智，必于己确有可信，然后可以出，既出矣，又未可轻于尝试也。应与国民为侣，授以政治常
识，鼓其政治趣味，基址既立，然后可以有为，否则舍本逐末，营营扰扰，为天下后世笑”。他本人决
定东渡日本，“谢绝尘缘，养我神明，竟我前修，他日归来更当从事国民教育，以与我同胞切磋砥砺，
期共达乎法治国民之域”。② 这颇能代表部分国民党温和派人士的看法，他们办《甲寅》《正谊》，探
究近代政治之根本，进行思想启蒙，又办学校，培训同志，都是如此。然而面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面对现实的危机，他们不能安心书斋，不能不关注政治改造。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当前不是革命
的时候，也希望避免革命，但又不能忘情于政治，希望在革命之外寻求改造政治的手段，于是提出联

邦制的主张。他们期望在中央政治改造无望与革命不可行的情形下，通过扩大省自治权，一面依赖
省的实力制约中央的专制势力，一面使地方民众尤其是地方新式政治精英有参政渠道，能通过参政

改良地方政治，发达地方社会，在地方构成“抵抗力”，通过地方政治活动，渐次培育民主政治的信
条，培育国民之参政能力与民主意识。同时，也似乎有借此“挑动各省反袁的情感”的意思。③ 然而，
在迷信独裁政治的袁世凯的统治下，所谓制治根本的探索，所谓思想启蒙的努力，似乎都难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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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用，所谓联邦制的设想也无从落实，因此，这一派人士很快就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稳健派，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一度期望袁世凯能实行开明专制，试图

维持国会，维持共和虚壳，以为政治革新之基址。但随着袁世凯解散国会，解散各级地方议会，眼见
开明专制不可期，政治无和平改造的空间，共和虚壳也难以维持，他们不能不另寻出路。同时，他们
对暴力革命几乎有天然的恐惧，以为那只会带来内乱，加深外患。辛亥革命前，他们就认为革命只
会带来专制，不会带来民主政治，革命之后民主政治的试验，尤其是他们所称的所谓“莠民社会之乱
暴势力”的所作所为，又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担心。所以他们极恐惧革命之再发生。回顾近二十年来
的政治革新及其结果，他们对于继续开展政治改造，不再抱希望，认为缺乏社会条件的政治改造，不

可能真正改善政治。他们甚至对于思想界继续谈论政治都害怕，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政谭”无论如
何稳健，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都不免“略带一种政治上之激刺煽动”，其效果不外乎二: 一是人们听
信政论家的理想之谈，欲求理想政治之实现而不可得，遂嗒然若丧，颓然自放，结果变成厌世一派。
二是听信政论家的理想之谈，欲求其现实而不可得，乃走向激烈的革命之途。① 和平的政治改造无
望，暴力革命之路不能走，谈论政治又会使人厌世或者走向革命，出路何在呢? 他们将眼光投向社

会，希望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辟新路，希望能在社会领域有所作为，从而为政治革新、社会现代化创
造条件。

1914 年 2 月，也就是在袁世凯解散各级地方议会之后不久，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今后不能再将
精力放在制度的试验上，应从事社会改造。“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制度之为用，虽时或可以匡正
社会之状态之一部分，然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十年来之中国，日日以
离社会创制度为事，其极也，乃取凡与我社会决不相容之制度，无大无小，悉移植之，植而萎焉，则咎

制度之不善，而更谋改植”，或谋“尽废移植者而复其旧”，“故凡百制度日日皆在试验之中”，而社会
腐败如故，政治之无望如故。今后，当从“制度试验”的泥淖中走出来，转而从事社会改造。他深知，
在政治不上轨道，社会事业基础薄弱之时，没有展开全面的社会改造的可能，但若“先发生规模紧小
之社会事业，或可以乘载之而无倾踬，待其体已具，而徐图恢廓也”。② 显然，梁启超已经明确抛弃了
先前的优先进行政治改造，造强有力政府，行干涉政策，以政治权力造社会的改造思路。他希望优
秀人士从政治脱身而投身于社会改造，同时希望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士从托庇于政府以图发达社会

事业的路径中走出。但所谓“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究竟是什么，如何开展，他并没有清晰的说明。
也是在 1914 年 2 月，《庸言》杂志改组，黄远庸代替梁启超为该刊负责人。黄氏在该刊第 2 年

第 1、2 号合刊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可看作改刊宣言。文章表示，《庸言》杂志今后“造言纪事，
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不再专谈政治。他说，“造化为物，实合无量时期以成一大机轴，将以一切社会
及人物组织于此大机轴之中”。“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政治也
好，社会也好，都是大历史中一环。也正因为如此，“向者之徒恃政论或政治运动以为改革国家之道
者，无往而非迷妄”，今后也不能再就政治谈政治，必须考察社会，必须改造社会。也是在此文中，他
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历史任务:“夫理论之根据在于事实，而人群之激发实造端于感情。今
有一物，最足激励感情，发抒自然之美者，莫如文学。窃谓今日中国乃文艺复兴时期，拓大汉之天
声，振人群之和气，表著民德，鼓舞国魂者，莫不在此。……自今以往，将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天才
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冀以筚路蓝缕，开此先路，在吾曹实为创举，虽自知其驽钝，而不

敢丧其驱驰之志也。”③1915 年 9 月，他又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提出，中国未来的改造路向应借鉴西
方，以文艺复兴为改革之张本，应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能够
“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④ 1916 年 1 月，黄远庸又说，欲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改变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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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若国民性质未变，则“任取何种新制度新文物以贯输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随旧质而同化，一一皆
发出其固有之形式而后止”。欲改变国民性质，必从科学之分科、社会之分业、个性之解放、人格之
独立做起。① 黄远庸此文所说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比较好理解; 但其中关于科学之分科、社会之分业
的阐述不甚清晰。结合此文以及黄氏同期的其他文字，可以大略地说，所谓科学之分科，就是知识
的专业化、科学化、逻辑化，破除国人思想笼统之弊; 所谓社会之分业，大体是社会分工发达，个人皆
各有职业，不专以政治为生。
与梁启超、黄远庸同时，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有类似的思想。可以说，二次革命之后，由政治改

造向社会改造转变，是中国思想界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向之以政治改造为惟一之希望者，今则以
改造社会为惟一之鹄的矣”。② 这是政治改造无望的情况下，思想界另寻出路的必然结果。

三 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的内容

在思想界一部分人士转向社会改造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仍继续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由此有

了民初思想界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这场争论，范围不大，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几乎
只有梁启超对相关问题有正面的系统阐述，其他人如黄远庸等，只是提出问题，缺乏系统的阐述，而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主要是国民党之温和派以及进步党之激进派，对于梁启超的主张有所批评。
争论涉及面虽不广，对于现实政治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但争论所及的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

史上一重大问题，颇能表现近代中国思想界在以政治改造促进社会发展与以社会改造推动政治革

新之间的困惑，值得关注。兹分述争论内容。
第一，中国是否会亡国，当时的中国是否有迫在眉睫的亡国危险。
戊戌以后政治改造优先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界、思想界有一个国亡无日的时局判

断。民初的社会改造与政治改造之争中，双方对于中国是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分歧明显。社会
改造论者认为，时局虽凶险，但中国不会亡，尚有从容进行社会改造的时间，不必急匆匆地从事政治

改造，宜先进行社会改造，以为政治革新准备条件。梁启超说，中国当前不会亡，也永远不会亡。其
理由有二: 第一，中国有其深厚的“国性”。所谓国性，大体上是指一定国家的文化及其传统，“其具
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
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
性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文化基础，其为物，极不易成，及其既成，则亦不易灭。国性深厚之国，而其国
民对于此国性能生自觉心者，国无人得而亡之，即便暂时被人灭亡，亦必能复国，此为历史所证。中
国有深厚的国性，“中国国民非轻易能同化于人之国民也”，“故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同时，
受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所谓‘单一民族组织单一国’之主义，方为信仰之中坚”，近代民族主义结
合深厚的国性，中国永远不会亡。第二，从国际形势看，目前中国不会亡。列强之力足以亡中国，而
其不亡中国者，其原因在攫据人之土地而统治其民，其所费之力与财，十分浩大，且会引起殖民地人

民的长期反抗，还不如维持其原有之政权，而通过经济竞争，获取其资源，开拓其市场。由此，帝国
主义对外扩张之策略已由殖民统治转向为经济掠夺。同时，由于列强之间彼此制约，任何一方都不
便独吞中国，在此潮流下，列强已经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图谋。因此中国不会有瓜分的危险，“瓜分之
万不能见诸事实，在十年前已经成定谳”。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暇侵占中国，战争结束之后，列强
之恢复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因此，至少在目前以及欧战结束后的十年内，中国不会被列强瓜分。
那么，中国有没有因为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而被某国独吞的危险呢? 梁启超认为，从目前国际局势

看，有吞并中国之野心者，其吞之手法，必或饵诱我与之结特种协约而攫取部分之统治权，或希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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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方叛乱割据，全国糜烂，藉作驱难而次第削平之。也就是说别国必借我内部之权奸与地方之
乱民，而始能行其吞并手段。此则我先自亡，而后人能亡之。他表示相信，“我贤明之政府”、“我忠
良之国民”决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举。虽然最近之将来，中国也许会出现扰乱，领土之一部分也许
会丧失，行政权之一部分也许会受掣肘，但中国决不至于亡。① 梁启超反复论述中国不至于亡，其意
在说明，中国尚有从容开展社会改造的时间，宜从变革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不必在亡国无日的急迫

感下将全部的精力进行政治改革。
坚持政治改造的人士认为，所谓“国性不能灭，国即不能亡也”的说法，理据薄弱。首先，“国性

寄于何所，表示于何点，本无确定不移之观察”。持国性深厚之国不会亡的论者，其理据之一，是历
史上汉民族被国内少数民族征服，虽一度亡国，终因文化的优势而实现复兴。但论者忽视了一个重
要原理，即从来文化之同化，是文化发展程度低的民族同化于文化发展程度高的民族。历史上征服
中原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程度比中原文化低，故汉民族能以文化同化征服者，而实现复兴。但今日
“以吾固有之文化与现今列强之新文化较，相形见绌，我方有同化于人之虞，岂国性之足恃”。其次，
梁启超又“杂引希腊、罗马再兴，希腊、意大利国之事例，以为有国性者不亡之例”，但一些国性深厚
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都已经亡国，而罗马、希腊、意大利也曾亡国。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国性不能
作为中国不会亡国的证据，只能作为亡国之后可以复兴的证据。至于现实情形，今日中国内则政治
腐败，道德沦丧，思潮堕落，实力枯亡，亡国之象已露。外则欧战突起，维持中国存立的列强在华均
势已破，危机益甚，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当此“政治上之动作既日与亡国为邻”的时候，欲救国家危
亡，不能仰仗所谓“国性”，也不能依仗政府之“贤明”，甚至不能仰仗国民之“忠良”，而是应当改造
政治。② 章士钊在批评梁启超的社会改造论时也提出，若舍政治改造而专从事社会改造，能否确保
当人们努力改造社会时，那些可牛可羊的人物，创为非驴非马之国制，行其不东不西之政策，国家不

会灭亡。若不能得此保证，则等人们改造好社会后，国家早已灭亡，这种社会改造又有何意义?③ 因
为忧虑国家之将亡，因为相信救亡以政治改造见效最捷，相当一部分人士仍坚持政治改造。
第二，民初民主政治挫折之原因何在? 在民主政治挫折之后，继续从事政治改造，有出路么?

有从事政治改造的空间么? 谈论政治有意义么?

因为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对多年政治改造结果的失望，以及开明专制期望的落空，思想界一些

人士认为，在社会腐败、国民程度不足的条件下，欲直接通过政治改造，而得良政治，没有成功的可
能。针对一些主张政治改造者，以具体的制度如国会制、联邦制为政治改造之方，梁启超说，等是国
民，等是社会，行甲制度不能为治，而行乙制度能为治，于理不通。“单一制之下，不能善治之国民，
一易为联邦即能善治，此理吾直无从索解。”至于国会政制，其实行需要国家内各政治势力能遵守国
会政治的游戏规则，需要国民有运用“合议政治”之能力。而中国存在不遵守国会政治游戏规则的
特别势力，且“国家方赖此特别势力以暂时维系于一时”，一旦此特别势力崩溃，国家必陷入内乱。
中国国民也没有运用国会政治的能力，即便再开“纯正之民选国会”，“亦不过为多数人噉饭地而
已”，无助于政治之改良。他认为，“制治清浊之原”在社会，在国民能力，而不在政制本身。回顾清
末以来政治革新的努力，梁启超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国人对政治改造寄望过高，几乎将全部的救

亡的希望、全部的热情与精力放在政治改造之上。他说:“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之聪明才
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为”。这种脱离社会条件，欲移植外在模
式来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革之望”。又说，“吾侪十年以来，苟非专以
政治热鼓动国人，而导之使专从事社会上谋立基础，则国中现象，其或有以异于今日，亦未可知。而
举国言论家，目光专集注于政治，致使驯愿者，惟求仕宦，耗其精力于簿书期会，或且熏染恶俗，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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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大中华发刊》，《大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1 期。
惟一:《最近社会之悲观》，《正谊》第 1 卷第 7 号，191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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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其激烈者则相率为秘密危险之行动，一面流毒害于社会，一面亦自毁其有用之身。”清末以来，
国人热衷于政治改造，忽略社会改造，完全走错了路。今后必须改弦更张，从政治改造优先论的迷
误中走出，着力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程度。只要国民有运用国会政治之能力，则目前之参政院、立法
院，均可提供政治革新的空间，其权能也可逐步扩充为真正的议会，就如英国之枢密院转变为内阁，

等级会议转变为巴力门。若国民程度不进，社会不改良，徒从事制度试验，结果必不乐观。① 梁启超
此论的前提是，共和的虚壳能够保存，一旦共和虚壳不存，则国民运用合议政治之能力无从培养。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虽承认社会改造进程落后于政治改造进程为民主政治挫折的重要原因，

但不将社会不成熟看作唯一原因，认为在社会不成熟的条件下，政治改造仍有可为的空间。以孙中
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认为，民主政治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革命没有按革命程序论进行，今后若按

革命程序论进行革命，即可确立宪政。一些温和派人士，虽对立即开展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但大
都认为可以继续政治改造。杨永泰认为，民主政治的挫折是因为革命成功过易，人们不珍惜革命之
成果，但是人们若能从民主政治的挫折吸取教训，则政治改造仍可以有所成就。经过民主政治的挫
折，国人会认识到，政治之发展“走曲线，循螺形”，而非直线前进。中国欲易数千年之专制而为共和
政治，更非可一蹴而就，必有种种的曲折反复。由此，也就能宽容民主政治初建时出现的种种瑕疵，
能理解国会、地方议会、政党出现种种的弊病。共和之后又经历不共和的人们，会发现，“共和固弗
善，而不共和则更觉痛苦……其希望重返共和之心必日切，希望日切一日，一旦得之，必信之笃而守
之坚”。只要吸取教训，而图改善，“则中国其有真共和之一日矣”。② 而章士钊等人则以为，民主政
治的挫折，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肩负政治改造重任的新式政治精英，未能了

解近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与调和立国之理，未能实现新式政治势力的联合，以至于为旧政治势力各个

击破，造成民主政治的挫折。若努力鼓吹近代国家原理、调和立国之理，使之深深印入国人脑际，则
将来之政治改造仍然大有可为。③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认为，人民程度问题不足为放弃政治改造的理由。章士钊提出，实行民主
确实需一定的国民程度，但此程度首先是针对社会之优秀分子而言。若如梁启超所说，欲行民主政
治，必其一国之人，分任政治之事，“其人民能知政治为何物，能知政治若何为良，若何为恶。其起而
负荷政治者，人人皆有为国家求良政治之诚心，人人皆有为国家行良政治之能力”，则今日之欧美亦
无此国民程度。民主是逐步发展的，它首先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民主起步阶段，只能要求少数优秀
分子具备辨别政治善恶之能力，而不能要求多数之国民具备此等能力。所谓优秀分子之程度，也不
能要求其皆有为国家求良政治之诚心与能力。就所谓诚心而言，人类为不完全之物，纵有诚心，亦
非绝对，谋治者，不能依赖政治人物之诚心，而当谋立法制，使政治成为公开的运动，使政治人物在

一定范围内不能不诚。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社会优秀分子的能力，也并无一定之标准，重要的是建立
使政治人物的能力能有所发挥的机制。总之，中国今日的问题，并不是缺乏行民主政治的人才，而
是政治不良，诸多的政治人才，无由进入政治领域，发挥其能力。他相信，只要充分利用现有人才，
中国完全可以建立初步的民主政治。人民程度之提高，民主范围之扩大，民主水平之提高，都只能
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实现。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套制度，发挥现有人才之作用，而不是
在现有人才不能尽其用的情况下，就“遽尔走入范围广漠之民智问题”。④ 可以看出，梁启超与章士
钊各执问题之一端，梁氏以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所以出现民主政治的挫折，章氏以为制度未善，故

人才未能尽其用。
那么何种制度能使中国之人才得尽其用呢，不少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颇看好联邦制。他们认

为，从世界潮流与中国面临的局面来看，民主政治是必然的趋势，但中国国民程度确有未足，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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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官僚势力与不遵守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的野心家。要确立民主政治，就要寻找一种制度，一方
面“能使此程度不及之国民得有保卫共和之助力，与宪政训练之机会，而使国家的有正当意思之表
现”，另一方面能限制野心家和官僚势力，“使谁何当局亦不敢以其个人意思冒称国家意思，而不敢
为破坏共和蹂躏宪政之举动”。① 这个制度就是联邦制。他们认为，中国的省有特别的历史基础，尤
其在经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与政治变革后，各省具备相当的实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并且成为辛亥鼎革的中坚力量，又皆曾设立咨议局与省议会，具备了省的自主意识。根
据这种情况，辛亥鼎革时，本可以顺势而为，利用省的实力，实行联邦制，一方面给予地方政治精英

以参政权，培养地方民众的自治能力，养成民主政治的地方基础; 另一方面又可利用省的力量对中

央的野心家形成制约。但民国初建时，国人急于以政治权力恢复秩序、推动国家发展，乃崇拜强有
力政府，鼓吹中央集权，所立之政制违背国情，致民主政治缺乏现实力量的支撑，被中央的野心家扫

荡殆尽。时至今日，不少政治改造论者还陷在乞灵政府恩赐宪政的开明专制论与鼓动“平民革命”
以求宪政的暴力革命论的泥潭中，其实，在这两条路之外，中国“本有完全地盘，足供国家之建设与
宪政之试行，其地盘为何，即我之各省是也”。他们将联邦制看作政治改造可行的路向，批评梁启超
鼓吹抛弃政治而专从事社会改造，是不察省之特殊性，“惟日张皇无措，望风扑影，非曰社会不良，即
曰人治未至。一若我国今日政治上之罪恶与政制全然无关，而建国之前途舍求早生圣人，更多生圣
人，别无救济之方”。②

对于梁启超激烈排斥政论，主张政治改造的人甚不以为然。章士钊说，所谓政谭会造成人心趋
于消极或者激烈，是倒因为果。造成人心趋于消极或者激烈的，是腐败的现实政治，而非对于腐败
政治发表意见的政谭。政谭之是否有益，不在当局者是否采纳，而在其能畅通民意，形成舆论。政
谭畅通，正可以避免革命，“革命之起与不起，在乎民情之平与不平。民情之平与不平，视乎政谭之
畅与不畅。今先生恶革命而绝政谭，是何异畏影恶迹，却背而走”。政谭之是否发表，也不应“刺探
政府之意以为张弛，有时正惟政府雅不愿其流行，宜更高其鼓吹之帜，此见理之真，有以迫之使然，

非必故与政府为难也”。③ 张东荪则说，谈论政治，讨论政制，可以使国人知政制之原理与政制良恶
之标准，就是思想启蒙，此种讨论对于未来之政治改造具有积极的意义。④

第三，社会改造能不能脱离政治改造进行，脱离政治改造的社会改造能否有效果。
梁启超说，运用现代政治，必须具备种种的条件，否则，不可能建立现代政治。这些条件包括，

有少数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矜式之政治领袖; 有次少数能任事务官之政务人才;
多数国民能对政治有兴趣、能判断政策之善恶; 从事政治活动之人物，皆有恒产，不至借政治为衣食
之资，有水平线以上之道德，不至掷弃其良心之主张而无所惜; 养成一种政治习惯，使卑劣阘冗之

人，不能自存于政治社会; 特别势力行动轶出常轨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压矫正之; 政治社会以外之

人人，各有其相当之实力，既能为政治家之后援，亦能使政治家严惮。在黑暗政治之下，能有社会改
造的空间，能培育这些条件么? 梁启超其实并不自信，只是说，在“无意识无根蒂”而徒“斫丧国家
元气”的政治活动没有希望的情形下，至少社会改造或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或遂能树若干之基础，
他日虽有意外之变乱，犹足以支”。⑤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承认，“先有社会而后有国家……社会之根本，不纯在国家，国家之根本，
纯在社会”。⑥ 他们并不反对社会改造，但反对舍政治改造而专事社会改造，其理由约略如下: 首先，
政治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政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言改造至少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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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社会兼重，“谓政治万能，不复措意于社会，固属迷信; 专注于社会，而放弛其政治之责任，亦
未可为觉悟”。① 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重点在何处，当视具体情形而定。中国目前“当社会与世界
文明接触之秋”，非迅速吸收世界文明，以改良社会，不能救国家之危亡，但执政者日与世界文明背
道而驰，“徒肆其禽兽之行，以与社会战”，腐败的政治正急速腐蚀着中国社会。② 有人以民国三年之
出版物为例，说明腐败的政治对于社会之危害:“民国三年出版物约略统计不过五百种，而高等专门
之书，不及十种，各种图表不过三十种，余则教科书百余种，小说一类占三百余种。小说类中尤以关
于男女爱情者为最流行，其书目亦最多，几疑全国思潮尽消遣于此牡牝关系中，士大夫相见亦无有

以读书籍相问询者，极及末流，必至返乎狉狉獉獉之世而后已。”③此皆当局愚民政策所成之恶果。
当此情形，若脱离政治而谈社会改造，社会将在腐败政治的腐蚀下迅速沦于无底线之域，何谈以社

会改造促进政治改造。其次，他们相信，“以政治启导社会，其力易，以社会牖进政治，则事难。”他们
认为，政治是社会的枢纽，若社会优秀分子占据政治权力，则改造社会为势最顺，而为效最速; 若居

朝右者为暴君污吏，则虽有鸿儒哲士主持清议，亦无以对抗政治权力之胡作非为。因此，言社会改
造，其当务之急是使社会之优秀分子居社会上流，能对政治发生实际的影响。④ 若脱离政治改造而
言社会改造，即便能有所成就，其所成就也面临着顷刻间为腐败的政府毁坏无余的危险。其三，目
前政治权力笼罩一切，只有政治，并无社会，并无所谓社会事业，欲从事社会改造，就必从恶政府控

制之下将若干事务划定为政府不能干预的“社会”事业。而这就离不开政治改造。章士钊举例说，
禁止鸦片，可算很纯粹的社会问题，然中国人就丧失了不吸鸦片之自由。政府以饷源所在，日日遣
委员分途演说，劝人种植，按亩抽捐，禁绝之乡重行补种。不从事政治改造，能推进禁止鸦片之类的
社会事业么?⑤ 其四，政治进化只有在政治改造的过程中，通过反复的实验与纠错，才能逐步实现，

“其关键纯在试验，试验一度，即进步一度。易词言之，政治之演进，其机括存于自身，而非由外铄。”
政治改造非如筑屋造路，可以先准备建筑材料，然后找工人按图施工即可完成。脱离实际的政治改
造，而欲在政治之外，通过社会改造，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准备社会条件，以期一旦条件具备，即可建

造理想的政治制度，实现政治改善的目标，此乃视政治改造为制造机械，与各国政治进化之历史经

验不合。梁启超所提出的运用现代政治的种种条件，如政治领袖、政治人才、国民之政治兴味与政
治能力、政治习惯、对抗力之养成等等，都只能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养成，纯粹的社会改造，不
可能造就这些条件。⑥

四 论争双方的困境

主张政治改造的杨永泰说:“夫一国之兴，其术不外两途，非藉政治之力以改良社会，则藉社会
之力以改良政治。今者政治现象如此，社会之现象又如彼，如中流泛舟，无论北驶南行，皆成绝港断
潢。”⑦这其实主张政治改造与主张社会改造的两派人士的共同认识，两派人士都清楚政治与社会之
间的紧密关系，也都清楚目前无论政治改造还是社会改造，似乎均看不到希望，他们都试图为中国

未来探寻出路，但他们对于自己提出的努力方向，又都缺乏信心。
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明白，在大权笼罩下，并无多少独立的社会空间可以供他们施展才华。梁

启超提出放弃政治改造而从事社会改造之时，就主张先从事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但面对现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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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即便所谓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也难开展。因此，他们又将社会改造缩减为个人自身之改
造。1914 年 8 月，一向主张以社会改造为主要方向的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文，希望人们不要因
时局而意志消沉，要努力发挥个人之能力。他说，“今日时局，多所牵掣，多所扞格”，但要看到，在此
时局下，“非个人志力所能积极运行者，亦惟国家社会之全体而已”。人们若将眼光从“国家社会之
全体”移开，回顾自身，则可发现，“吾人意志，依然存在，时局未尝侵削其毫厘，吾人能力，仍自完全，
时局未能减损其微末”，“吾人自身，仍有用吾意志、尽吾能力之余地”。他希望人们“各随其意志，
度其能力，痛自刻厉，分途致功，或求效用及于身，或期远果于来叶”。在国家与社会之外的一些领
域，比如教育、实业等等方面，个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退一步说，即便社会事业决非个人所能
举，则家庭之间，一身之内，个人也有振刷自我的空间，以间接效用于社会。① 1915 年 11 月，当袁世
凯的帝制复辟活动正热闹时，黄远庸发文称:“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
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
国家吾不必问，社会吾不必问，他人吾亦不必问，且先问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为人，何能责他，更
何能责国家与社会。……继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则
国家社会虽永远陆沉，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尽矣。”②1915 年 2 月，梁启超说到他此后方向时说，
他将从此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谈论政治，只讨论学问，“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与吾人商榷之。
……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他的社会改造到他本人身上，就缩水成
做学问了。提高个人自身修养，养成独立的品格与能力，对于社会改造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严谨的学术研究，理性的思想探索与商榷，对于健全的社会意识的形成，亦极端重要。在黑暗的现
实中，尤其需要社会精英的自我振拔。然自我振拔若只限于洁身自好，不能为团体的努力，以效用
于当世，亦距遁世不远。个人之振拔，个人能力之发挥，只可期望于社会优秀分子，而不可期望于一
般社会人士。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也大体承认这一点，他们希望社会优秀分子能率先垂范，通过
自身的努力，改变社会风气。这与传统中国思想所说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士君子当尽其在我，以
转移世风的观念甚为接近，也与政治改造论者之主张政治改造之责首先当由社会精英承担的看法

也很接近。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鼓吹联邦制，但元凶专宰，极力谋求权力之集中，各省匍匐于专制权力之

下，在此条件下，如何实现联邦制，他们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案。以联邦制强聒于当局，当局不会采
纳; 欲以联邦制之理想，挑动地方反对中央专制，各省大吏虽或有心，而实无此胆量。联邦制的设
想，不过限于学理的探讨与舆论鼓吹。一些鼓吹联邦制的人如章士钊说，联邦制只要通过舆论鼓吹
就可以实现，“舆论朝通，则联邦制夕成”。对于这种看法，当时即有人提出，这不过想当然耳。③ 在
联邦制之外，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探究近代国家原理、制治之本，其思想认
识虽颇有值得称道处，对于未来的政治改造也有相当的意义，但毕竟只停留在学理的层面，对于自

己的主张能否落实，他们并无自信。章士钊鼓吹调和立国，但他清楚他的主张暂无实现的可能，所
以他表示，他只问调和之理是否可通，不问调和之方将于何出，只论调和之道于今为宜，并不谓调和

之机于今为熟。又说，他只是学者，只探究政理，并非政治家，不负责调和立国之实现。④ 张东荪等
鼓吹对抗力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其理甚通，但对抗力如何养成，他们提不出切实的方案。所以他
们说，自己只是学者，责任只是阐明政理，至于对抗力之养成，只能希望通过自己的鼓吹，使各方力

量能明政理，其有力者节制其力，不滥用其力，不摧残社会上发生的异派势力，社会各方人士，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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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策消极》，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选编《杜亚泉文选》，第 134—138 页，原载《东方杂志》11 卷第 2 号，1914 年 8
月。

黄远庸:《忏悔录》，1915 年 11 月 10 日，《远生遗著》卷一，第 134 页。
《储亚心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第 3 卷，文汇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8—499 页。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 1 卷第 4 号。



清正义所在，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盲目从同于强力者，努力保持自己的对抗力。① 可见，主张
政治改造的人士面临的困境，正与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相同。
他们的困境在于，当时的现实不容政治改造和平开展，不容有系统的社会改造有序进行，政局

日趋黑暗，革命再发生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他们又对通过革命实现政治革新与国家现代化不抱希

望。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所以极力鼓吹社会改造，并非真对社会改造抱多大希望，更多的是出于
对政治改造的失望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章士钊即指出，梁启超鼓吹社会改造，其本旨“在于防止
革命，故于破坏今日政局之不可三致意焉”。② 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对于脱离政治改造的社会改造，
能否有效果，并没有多少信心。相当部分鼓吹政治改造的人士也希望避免革命，对于革命党的革命
言论，他们读之而“良心怦怦然动”，而“泪如泉流”，而“感情如潮涌”，曾以“泣血之言”忠告革命党
人放弃。③ 他们存在深深的忧虑: 缺乏现实社会条件的支撑，暴力革命很难实现其革新政治的目标。
社会的近代因素发育不充分，缺乏“对抗力”，人们对于近代国家原理、近代制治之本、调和立国之理
缺乏体认条件下的革命，难以建立近代政治，反会带来社会的扰乱。但他们也清楚，所有的革命都
是“事实上之革命，非理想上之革命，不得已之革命，非故意之革命”。“革命者出于事实上不可逃
避之最后一途，而非吾人意匠所随意创造者也。彼欢迎革命者，革命不因其欢迎而即来，彼厌恶革
命者，革命亦不因其厌恶而即退。”④故随着形势的发展，当社会“万木无声待雨来”，越来越盼革命
党速兴时⑤，当他们清晰地看到共和虚壳没有维持之望时，他们走向了自己不愿走的暴力革命之路。
从当时的实情看，论争双方都不能提出明确的、可行的、能给予人们信心和希望的解决中国问

题的方案。无论论争双方愿不愿意看到革命，第三次革命( 护国战争) 很快就成为了现实。此番思
想论争，虽不曾对现实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但社会改造论者提出的意见，尤其是“文艺复兴”的
改造思路，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改造内容设计，在第三次革命之后，渐为思想界广泛接受。新文化
运动的兴起，是人们思想发展与社会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之下的自然趋势。

( 责任编辑:叶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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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 anga”as Ｒecorded in Portuguese and Spanish a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Origin in Wu Dia-
lect JIN Guo － ping
“g( c) anga”is an exotic word frequently met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foreign trade in Ming and Qing dy-
nasties． This paper studies how“g ( c) anga”was recorded in Portuguese and Spanish and attempts to
study its word origin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It concludes that“g( c) anga”is the general term
of the natural color cotton． Since the 16th century，the Portuguese have sold it to Europe，America，Afri-
ca，Japan and reg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fluence of Xiangju Jinshi upon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Qing Dy-
nasty WANG Zhi －ming
Almost all the Jinshi ( a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can be elected as offi-
cials and they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power． When they were still candidates，retired due
to old age，in filial mourning and taking vacations，they were in the so － called Xiangju ( living in the
country) period． This influence is the extension of bureaucracy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ermea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royal power into social grass roots．

Political Transform and Social Transform: Ideological Debate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ZOU Xiao － zhan

People in Modern China believed in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f politics in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in
modern China，and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praised highly of the superiority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the west
and in Japan． There broke out a debate about China’s future—political reform or social reform in the ide-
ological circle of China． Though it was not one of big scale，the topic is of significant meaning to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and from which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thought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
ment．

The Disturbance of the Change of Hubei －Hun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Disputes of
Learning Tradition LU Yi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prete the anecdotes of the change of Hubei － Hun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new teaching mode in the academuy to reveal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 － Confucianism and
Ｒitual Study． By means of the renaissance of ritual study since the mid Qing dynasty，Kuai Guangdian put
forward another roa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and rituals to meet the new learning．

The Plenary Certificate in the Negotiation of Jiawu Sino － Japanese Wa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JI Chen
The first negotiation after the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 1895 ( launched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to
annex Korea and invade China) failed when Jpan announced that Chinese ambassadors did not have full
power． When we study works about the internatioal law，we find that the plenipotentiary certificate of Chi-
na did not agree wi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ere were both superfacial and in － depth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which formed a distinct comparison with the Tianjin negotiation in 1885．

On the Origin of Comfort Women System ZHU Yi － tian
The formation of comfort women system is not completed in a day． This history of comfort women system
showed the tendency from folk domination，government － folk cooperation to the military domination． In
the 1930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hanged its standard of judg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
tion and sex and finished the concept change from prostitute to comfort women，producing the deformed
and brutal comfort wom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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